
一、前言

 台灣經歷日治時期的眾多現代文學作家

中，鍾理和是一個指標性的作家。雖然鍾理和

生命晚期飽受病痛折磨，但到最後一刻卻仍堅

持創作。英年早逝的鍾理和留下許多充滿鄉土

情懷的作品，不論是小說作品《笠山農場》、

《雨》或是眾多散文作品，我們都不難在這些

作品的字裡行間中發現，身為客籍作家的鍾理

和有意識地描寫家鄉美濃的客家庄風景，並在

文章中使用許多客家方言詞彙。這引起了筆者

的好奇，鍾理和創作時使用這些方言辭彙的動

機為何？

 方言是相對於執政政府所公布推行的官方

語言而論，人們選擇以方言或官話的語言使用

差異，體現的不只是溝通工具上的不同而已，

其中更關乎語言使用者何以選擇某種語言作為

表達工具的主體意識。過去幾百年來台灣特殊

的時空背景下，變動的政治局勢，使得大眾日

常語言使用習慣以閩南語、客家話或原住民方

言為多，只有在面對不同方言的族群、需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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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語言的場合才使用官方語言。這不僅區別了

族群之間的差異性，更耐人尋味的是族群是否

藉此凸顯自身與他者的不同？

 因此本文藉著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特殊的語

言使用特徵作為觀察切入點，從歷史脈絡中找

尋其中因由，並試圖理出一個可能的方向。

二、北京「白話文運動」的引介

 台灣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被清朝割

讓給日本後，日本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1895-
1945）的時間。在這之前台灣，最遲至明末鄭

成功以澎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開

始，已有大批從中國大陸沿海福建、廣東一

帶的漢人渡海來到台灣。至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清朝派施琅攻打台灣，迫使鄭克爽

降清而後，並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正式劃入清朝版圖中。清朝統治時期，雖時有

對台海禁政策，但仍不乏有沿海福建、廣東居

民為了討生活鋌而走險渡海來台。

 在清朝統治的兩百多年間，台灣島上一切

經濟、政治、文化活動大致與中國內地無異，

漢文教育的發展亦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官學更與民間私學合作設立數十所

書院，教授漢文、儒學、八股文等內容。由於

當時台灣島上的居民多為大陸福建漳州、泉

洲、廣東惠州、潮州一帶移民，因此不僅日常

生活用語以閩粵方言（閩南語、客語）為交談

語言，在官學書院教學亦多以閩南方言為教學

主要語言，官話為輔助語言１。然雖日常交談

用語以方言為主，但清朝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

日常文字書寫及文學創作，仍以北京官話文言

文系統為主要書寫媒介，創作古典詩詞、古

文。

 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隔年依據馬關

條約內容，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

總督府於1895年正式全面接管台灣２。關於教

育方面，日本總督府企圖透過義務教育「同化」

台灣民眾，因此於1986年設置國語傳習所，教

授日語及以日語教授西式教育，後在全台設立

更多義務教育場所。據統計1943年全台灣義務

教育場所（小學）共1099所，學生達九十三萬

多人，台灣民眾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為71%，在

全亞洲教育率僅低於日本。３由此可見，日本

殖民時期之下台灣民眾，接受日本教育者大多

具有一般日語溝通能力，甚至以日語為主要書

寫語言。然而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人接受義務

教育，雖以日語為主要使用語言，但在日本殖

民陰影下的台灣知識份子，並不因此完全接受

「同化」屈服於日本總督府的統治。自1920年
左右開始，台灣知識份子試圖從文化刊物喚起

一般民眾，如《台灣青年》、《台灣民報》……。

 此時在中國，從1915至1919年以來一連串

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中國知識

份子開啟文化上新的變革思潮，其中關於語言

書寫習慣的改革以胡適（1891-1962）等人提

倡的「白話文運動」最為顯著。胡適等人認為

文字書寫不應脫離日常口語形式，因而出「我

手寫我口」的主張。為了貫徹白話文的理念，

胡適更著有《白話文學史》以突顯白話文的歷

史脈絡。而中國這樣的新變思潮亦透過身處在

中國的台灣留學生，間接地影響台灣知識份子

及台灣社會。當時台灣藝文界在這次「白話文

運動」思潮中，討論最為熱烈且影響較為明顯

１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２ 日本政府於1896年頒布六十三號法令（六三法），授權台灣總督府＊得於管轄範圍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

令。如此，台灣總督府集司法、行政、軍事權力於一身。
３ 島嶼柿子文化館編：《台灣小學世紀風華》（台北：柿子文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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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文字書寫語言使用的討論。目前文獻所

知，最早在台灣討論語言使用的文章，是陳端

明1922年1月20日在《台灣青年》上發表了〈日

用文鼓吹論〉內容談到：

  �試觀現今所謂文明各國，多言文一致，

唯台灣獨排之，此因承教於中華之後，

故言文各異。然今之中國，豁然覺醒，

久用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

文人墨士，豈可袖手旁觀，使萬眾有意

難伸乎！切望奮勇提倡，改革文學，以

除此弊，俾可啟民智，豈不妙乎？白文

之利，第一、可以加速普及文化，啟發

智能，同達文明之域；第二、意義簡

易，又省時間，稚童亦能道信，自幼可

養國民團結之觀念，其影響於國家不

少。」４

陳端明點出了台灣知識份子因「承教於中華之

後」而產生語言使用「言文不一致」的狀況，

又說到中國已「豁然覺醒」開始改變語言使用

的習慣，已「久用白話文」，並且認為使用白

話文能啟發民智、促進文明，對國民團結具一

定的影響力。其後1923年1月1日在《台灣》（原

《台灣青年》）上，黃呈聰發表了〈論普及白

話文的新使命〉５、黃朝琴發表了〈漢文改革

論〉６。在黃朝琴回憶錄中也談到了關於這次

文章的寫作動機：

 	 �民國十一年（1922年）我與早大的同學

黃呈聰先生返回祖國（中國），做了一

次短暫的旅行考察，目睹國內「五四運

動」後國內白話文普及情形，對提高國

民知識，影響很大。於是我們認為欲推

行台灣的文化運動，也非用白話文不

可。７

由此，這兩篇鼓吹使用白話文的文章是兩人自

中國考察後的總結。其後，1924年至1925年
間，在中國北京的台灣留學生張我軍在《台灣

民報》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不僅是鼓吹白

話文的使用，更向台灣當時文壇，尤其舊文學

社群提出一連串的質疑。８而在這幾個人的文

章中很難不讓人聯想，他們的論點不是受了中

國五四運動的影響。９

三、台灣話文的提出

 自1922年鼓吹白話文使用的幾篇文章發表

後，關於白話文的語言使用在台灣藝文界引發

了許多不同的意見，關於「我手寫我口」中所

倡議的「口語」應該採取哪一種方式記錄，討

論尤為熱烈。其中幾種不同的意見：如蔡培火

認為應該用「台語羅馬字」，以羅馬拼音記下

閩南語方言；另如：鄭軍我、陳福全、黃石輝、

郭秋生等人提出「台灣話文」的概念，以中文

字書寫閩南或客語方言詞彙及記錄語音，以此

響應白話文學運動。鄭軍我在〈致張軍我一郎

書〉中說到：

４ 《台灣》：四卷一期，1922年1月。
５ 其中認為：「總而言之，這個白話文是文化普及的急先鋒，所以自今以後要從這個很快的方法來普及，使我

們的同胞曉得自己的地位和應當做的，就可以促進我們的社會了。」《台灣》：四卷一期，1922年1月，頁12-25。
６ 其中談到：「我們有我們的民族性，漢文若廢，我們的個性、我們的習慣、我們的語言從此消滅了。」《台灣》：

四卷一期，1922年1月，頁28。
７ 黃朝琴：《我的回憶》（台北：黃陳印蓮出版，民72年12月），頁11。
８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分別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為台灣文學界一哭〉

等文章引起台灣文壇的新舊文學之爭。
９ 陳芳明：「有關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的影響，歷來頗多議論。……台灣學者對這個問題相當保留，甚至認

為五四運動對於台灣作家的影響不大。」詳參《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2011年12月），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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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謂白話文者，其實乃

北京語耳……倘必拘泥官音，強易我等

為我們，最好很好，是多費一番周折，

捨近圖遠，直畫蛇添足耳。10

鄭軍我認為白話文即北京官話，對台灣大部分

的人而言並不是最熟悉的語言，這樣的實際情

況在台灣，是很難達到張我軍、黃朝琴等人所

說以白話文啟發台灣大眾之民族意識的目標。

又陳福全〈白話文適用於台灣否〉：

  �如台灣之為白話文者……觀之不能成

文，讀之不能成聲，其故云何？蓋以鄉

談土音而雜以官話……苟欲白話文之適

用於台灣者，非統一語言未由也。11

文中點出台灣並非人人都會使用白話文（北京

官話），在台灣白話文恐「不能成文」、「不能

成聲」，若以「鄉談土音雜以官話」或許比白

話文容易。另，在上海留學的施文杞曾在〈對

於台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一文中提到：

  �我在《台灣民報》上，讀著有些台灣人

做的白話文，時常有不懂的地方，不單

是文法弄錯，也有時用到全沒有意思的

句子12

可見台灣在過去就少用北京官話的情況下，加

上日本政府全面施行日語的義務教育政策，北

京官話的使用機會就更加稀少。施文杞的文章

突顯了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對於白話文使用都顯

得困難，更遑論台灣一般民眾可能自由地使用

白話文交談或書寫了。由此之故，在無法自由

書寫北京官話的白話文的情況下，台灣文化界

一部分人轉而提出以文字書寫台灣話的「台灣

話文」。

 而台灣文化界提倡「台灣話文」最為積極

者屬黃石輝與郭秋生，黃石輝對於台灣方言的

主張：

 	 �台灣話雖然只通行於台灣，其實和中國

全國是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以我們口說

的話，他省人固不懂，但寫成文字，他

省人是不會不懂的。13

黃認為以台灣方言所寫下的台灣話文依然是建

立在漢文字的基礎上，雖然閩南方言語音並不

是通用普及，但文字仍可作為與他省人溝通的

工具。而郭秋生則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

案〉文中說到：

  �於是，台灣語盡可有直接記號的文字，

而且這記號的文字，又純然不出漢字一

步，雖然超出文言文體系的方言位置，

但卻不失為漢字體系的較鮮明一點方言

的地方色彩而已的文字。14

郭秋生點出「台灣話文」的特殊性，雖具有方

言的地方色彩，但卻也脫離方言語言的地位向

漢字體系靠攏。關於主張使用「台灣話文」的

理由，郭秋生亦寫道：

  �我極愛中國的白話文，其實我何嘗一日

離卻中國的白話文，但是我不能滿足中

國白話文，也其實是時代不許滿足的中

國白話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是白話

文的理，自然是不拒絕地方文學的方言

10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8年），頁408。
11 同上註，頁469。
12 同註10，頁52。
13 松永正義《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4期，1989年12月。
14 《台灣新聞》380號，1931年7月7日。

－60－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Vol. 2 March 2017



特色。15

由此可知，他不僅贊同黃石輝的說法，並且將

「台灣話文」視為在當代語言使用的限制及殖

民政府逼迫之下，另一種回應中國白話文變通

的語言選擇。

 當然「台灣話文」的提出亦受到質疑與批

評，如林克夫認為若以方言語文書寫以達「文

言一致」的目的，是否中國各省都可能出現各

語的「方言話文」。林克夫說到：

   中國各省各地的方言豈不也是不能以普

通話的白話文充分代表，難道中國各地

也要另外造出一種的文學去表現其鄉土

文學不成？16

然而林克夫忽略了台灣當時政治的特殊性，日

本殖民統治的狀況下漢文的普及教育幾乎不可

能，「台灣話文」或許是一個變通權衡的辦法，

既兼顧白話文「我手寫我口」的現代精神，又

可以在文化傳播上更貼近台灣民眾日常使用語

言，而又不至於讓人難以親近。

 台灣三〇年代「台灣話文」的討論贊成與

反對各有支持者，並且表現在文藝創作上。其

中所透顯的不只是語言使用系統上的爭議，背

後實有其主體意識下的選擇問題。在中國新文

化的知識浪潮下，台灣走向現代化新文學形式

的同時，台灣知識份子同時思考自我如何保有

台灣的民族性。黃石輝曾說：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

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

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

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

獨立的文化。17

可見台灣話文的討論以跳脫單純響應中國白話

文學運動，台灣知識份子以此勾勒出一個屬於

自己的文學樣貌，在日本殖民政治之下找回自

身的族群意識。18然而現今我們用後設的歷史

觀點來回顧這段歷史，事實證明當時不僅是

「台灣話文」的推展沒有成功，中國白話文、

羅馬字記音也都沒有成功。這些語言使用的討

論最後都敵不過日本透過義務教育下，日本語

文使用的強勢地位。直到1936年中日戰爭下的

歷史因素，日本政府開始對台灣全島進行「皇

民化運動」，在鋪天蓋地地改造台灣民眾對於

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下，1937年4月日本政府

明令禁止所有的報刊雜誌停刊「漢文欄」，而

上述這些不論是新文學、國家民族問題、文學

創作的討論都隨之而消失殆盡，僅靜靜留在歷

史洪流中。

四、台灣話文的再討論

 「台灣話文」一連串的討論給予台灣文化

界一個重新思考自我定位的機會，台灣知識份

子開始思考關於文學及故鄉土地的關聯，如

1930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麼不提倡

鄉土文學〉，文章上提到：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

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

聽到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是台

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是台灣的語言，

所以你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

15 同上註。
16 參照呂正惠：〈三十年代「台話文運動」平議〉文中轉引文獻：《台灣民報》377號，1931年8月15日，11頁。
17 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上）〉，《昭和新報》，142期，1931年8月15日。
18 詳參向陽：〈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　　一九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台語文學運動〉收錄在《台灣新

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04年），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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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去寫台灣文學了。

		  �用台灣話作文，用台灣話作詩，用台灣

話作小說，用台灣話作歌謠，描寫台灣

的事物。19

雖然三十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討論，最後因日

本政府的強制手段而停止了在雜誌、報刊、文

化活動上的討論，但其中被激發「書寫鄉土」

的精神實際上是沒有因此而間斷的，只是時代

的不允許之下，而被作家隱藏在心底的最深

處。

 1945年台灣光復後，儘管台灣社會仍處

於戰後的不安定，但在文藝創作的語言選擇

上已可大方使用漢文（中文）寫作。然而在

光復後的台灣作家，能以流暢中文寫作的人

寥寥可數，鍾理和便是其中之一。鍾理和

（1915─1960）生於日治時期台灣屏東六堆的

客家人，1932年舉家搬遷到屏東美濃地區。幼

年時期皆受過漢文教育，後進日本公學校就

讀。1938年因家族無法接受他與妻子的同姓婚

姻而離家至當時瀋陽的偽滿州國，後1941年偕

妻子至北平生活直到1946年回台至屏東內埔中

學教書。

 回台後鍾理和因緣際會之下，接受鍾肇政

的邀請，於1957年參加了一份由鍾肇政所主持

的小型刊物《文友通訊》，不定期與陳火泉、

廖清秀、施翠峰、李榮春、許炳成等人交換創

作心得及文學意見。在他們的書信往訪中亦有

關於「台灣話文」的討論。眾文友幾次來回的

討論觀點與三十年代台灣知識份子所討論的問

題十分相同，同樣關注台灣閩南方言是否能為

文學創作所使用。然而在這些文友中，僅有鍾

理和與鍾肇政兩人是客家人，其餘皆是閩南

人，因此鍾理和首次主張便以台灣方言文學皆

以「閩南語」寫成，身為客家族群的自己無法

完全瞭解而不贊成台灣方言文學的。鍾理和這

樣寫道：

 	（1957年5月29日）

		  �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開宗明義我是

不贊成這主張的。倒不是因爲方言文學

本身有問題，而是基於現實環境的考

慮。吾兄（鍾肇政）所謂台灣方一言並

沒有明白的指示，不知究指何種語言。

一般人提起「台灣話」一詞幾乎就是指

閩南語，然則吾兄所指大概也就是閩語

了。20

以不同於閩南族群的身分討論台灣方言文學，

很直接的點出客家人在這場討論中的立場，並

不是不同意文學作品以方言呈現，而是哪一種

方言的問題。數日後又提出：

 	（1957年6月15日）

		  �……然而台灣文學又確乎有台灣文學的

特色，這是不容否認不容推拒的我們應

如何予以研究，並培植、發揚，使之成

爲「重要的一環」倒的確是「責無旁

貸」的。因此我們似乎應捨去方言而只

標榜「台灣文學」，只把方言作爲其中

一個重要的因素，似乎即已把「台灣文

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這意思凸示出來

了。……21

從以上論述可見鍾理和還是關心「台灣文學」

需要表現出獨特性，只是不應把「台灣特色」

完全等同於「方言文學」，應只是成為一個指

19 《伍人報》，九─十一號，1930年8月16日至9月1日。
20 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出版社，1998年），頁33。
21 同上註，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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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性的重要因素，以次突現自身的特色。最後

鍾肇政集合中文友討論之意見，書成以下文

字：

		 〈關於台灣方言文學的問題〉

		  �……方言文學誠然是個重大的問題，要

想得到徹底的結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綜觀各位發言的意見，都不是很

贊成台灣方言文學之建立，然方言在文

學中的地位是不可一筆抹殺的……。因

此，我們似不必以台島地狹人少為苦，

問題在於我們肯不肯花心血來提煉台

語，化粗糙為細緻，以便應用。22

可見當時這些經歷日本殖民時期的作家依然認

為，方言文學是凸顯台灣文學異於他者文學的

主體性表現，只是實際應用在作品上的問題。

然而在方言文學的創作實踐上，作家要將只有

語音的方言轉換成可書寫的文字，應用在文章

的書寫上，第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台灣方言口

語轉換成書面語的問題。「台灣話文」的書面

語不僅是要解決某個方言語音對應哪個字的問

題，在文法、語序上都必須再三斟酌才不至於

文不表意。因此這裡才會點出「提煉台語」「化

粗糙為細緻」的問題。

 順著《文友通訊》的討論，在鍾理和的文

學作品中，我們其實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客家

方言用語穿插在其中。如文章〈雨〉中黃進德

和女兒的對話：

		  �他把那杯冷茶喝乾，又站起來，預備出

門。

		  �「爸，」女兒詫異的望著他，「你又要出

去？」

		  �「我有點事要到街上去走走，有什麼事

嗎？」

		  �「媽問你有沒有砍丁瑞伯的竹頭呢？」

		  �「我砍過，就是預備修理豬欄用的。不

過我不是砍他的竹頭，誰說的？」

		  �「媽說丁瑞伯很生氣呢。他說你那天砍

了他的竹頭。」

		  �「我砍自己的，不干他的事！」

		  他說著走出廊屋。23

文中人物口語所使用的「喝乾」、「竹頭」、「豬

欄」、「廊屋」等詞句是客家方言中常見的用

語。這些用語以中文字記錄，讀者若非客家族

群、不精通客家話，乍讀之下也可以理解辭

意，但再細究這些詞字仍可發現，這類的詞字

與日常語言使用不同，穿插在白話文片段中造

成一種特殊的鄉土效果。

又小說《笠山農場》中：

		  �人影漸走漸近，也就漸分明；是兩個年

紀都在二十一二歲的青年。

		  �淑華向坡下看了看，又輕聲說：「那個

面孔白淨些的是頭家子，這山，就是他

們的。聽姨丈說不久就要來開墾了呢。

從前他們淨放牛，這些日子牛鬧瘟疫，

死得快光了。這兩個人就是來看牲口

的。」

		 「他們哪裡人？」

		 「下庄人。」24

「漸走漸近」、「頭家子」、「下庄人」這些客家

方言的「台灣話文」對熟悉客語方言的讀者而

言是最熟悉的語言，閱讀文章的同時拉近與作

品之間的距離；而不熟悉方言的讀者，讀起來

22 同上註，328。
23 鍾理和著、張澤良編：《鍾理和全集1‧雨》（台北：遠行出版社，民65年），頁206。
24 鍾理和著、廖芳苑編：《笠山農場》（台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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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成一種陌生化25的新鮮感。由於這些詞彙

的使用及文字上的選擇，是經過作家「提煉」

的，因而不再是粗鄙不堪的方言口語，反而是

具語言特色的「台灣話文」。鍾理和的孫女鍾

怡彥分析鍾理和作品的語言特色時提到：「客

語一直是他思考的語言，而日語、北京話則是

工具語言，因此隨著時空的改變，工具語言也

會隨之改變，但思考語言始終不曾改變。所以

日文文法對鍾理和的影響，到後期已經很淡

薄，只有客家話一直存在，甚至後期有意識的

運用，成為他作品的一大特色。」26由此鍾理

和作品中可以見到不少客家方言寫成的「台灣

話文」，這是延續著1922年以來台灣文藝界對

於白話文運動的呼應與理念的實踐。意外的是

台灣特殊的歷史際遇，作家「台灣話文」作品

的創作之餘，自身亦從中型塑出對於自己族群

文化的認同與傳承。雖然「台灣話文」的討論

只是短暫地在台灣文學歷史長河中激起片段的

火花，但誠如呂正惠先生所言：「即便我們最

後都沒有走上三十年代先輩所提倡的「台灣話

文」一途，但這些作品仍是具有「台灣話」元

素的作品，是特別而又親切的存在。」27那些

樸實的台灣方言文句並不那麼華美，但在作品

中卻閃現真實而生動的光芒，將作品襯托得耀

眼而與眾不同。

五、結語

 語言是構成族群重要的條件之一，相對的

使用相同語言的個體也會因此而群聚。日治時

期台灣文藝界因為陳端明、黃朝琴、張我軍等

人引介了北京新文化運動下的「白話文運動」

而開始思索、聚焦文藝創作中的語言選擇問

題，因而開啟了「台灣話文」的熱烈討論。台

灣知識份子想要響應「我手寫我口」的文學創

作方針，卻發現所謂「我口」的語言該選擇何

者，是漢文亦或是閩南語的台灣話，成為了當

時知識份子首要解決的問題。再著，所謂「台

灣話文」要呈現怎麼的語言樣態？是完全的以

台灣話（閩南語）寫成，藉助台灣羅馬拼音忠

實還原方言語音，或是從漢字中找尋音近詞義

相同的字詞紀錄「台灣話」，都成了當時必須

考慮的因素。最後完成的「台灣話文」作品是

否能引起當時台灣人的共鳴，而達成北京「白

話文運動」所欲達成的效果，又再再的考驗著

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

 而因著「台灣話文」而來的討論，最後反

而引起更龐大的議題，「台灣話文」是否突顯

出台灣人的族群主體意識，能藉此抵抗、拒絕

日本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同化」效果？關於

「台灣話文」的討論，從文獻上看來確實引起

當時某些知識份子對於殖民政府之下，台灣有

其獨特性及主體性的自覺認同。而這樣的意識

型態沒有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結束而削減，反

而引起更多的討論。

 而鍾理和身為跨越日治時期前後的台灣作

家，也同樣關心「台灣話文」中書寫語言選擇

及突顯台灣族群主體性的問題，因而在《文友

通訊》上與其他作家好友討論方言文學的議

題，並且主張「方言」寫入作品是作為台灣文

學特色重要的一環。延續著一九三〇年代台灣

知識份子的討論脈絡，鍾理和作品中的客語方

言辭彙正是他為了強調台灣特色及他所認為的

族群意識用心。

25 俄國形式主義學者什克羅夫斯基所提出，其認為文學作品中需要存在與一般使用語言不同的「文學語言」，

作家應試圖透過這種「陌生感」引起讀者的注意。詳參：張雙英：《現當代西洋文學批評綜述》（台北：文史哲

出版社，2013年），頁64。
26 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年。
27 參照呂正惠：〈三十年代「台話文運動」平議〉（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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